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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引起学术界与实务界

热议的是：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率逐年下降，这

是否会引发危机。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数

据显示，美国自2007年以来，政治信任度不到

三成，目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接近历史低

点。政治信任下降不仅仅是发达经济体国家“专

属”，新兴市场国家也备受该议题困扰。所谓新

兴市场国家是一个相对概念，即依据世界银行

收入划分标准和国际金融公司对新兴市场国家

的定义，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视为发达国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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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治信任作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被认为是现代国家政治体系得以稳定运行的重要

因素。早期政治信任相关研究多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验展开。然而，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普遍

出现政治信任持续下滑的趋势。对此，西方发达国家政治信任的相关理论研究解释乏力，海外学

者逐渐将研究视野由西方发达国家扩展至新兴市场国家，试图探讨不同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下政

治信任的生成逻辑与运行内理。通过梳理2010年以来海外关于新兴市场国家政治信任的研究成

果，可以发现海外研究主要围绕国家能力、文化属性与社会资本三条路径展开，构成新兴市场国

家政治信任生成的基本逻辑框架。从宏观国家场景、中观制度运行到微观公民感知，多个层级对

政治信任产生影响。当国家能够有效构建和维护政治信任时，其所带来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信任

红利”将有助于提升国家的整体治理效能。基于海外关于新兴市场国家政治信任的研究，启示我

国未来的政治信任研究应更加立足本土政治实践与社会语境，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信任评

价体系，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下的政治信任理论。在实践层面，要通过深化反腐倡廉，提升

政府透明度，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巩固和强化政治信任，促进国家治理体

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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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国家和地区统称为新兴市场国家。[1]政治信任

作为舶来概念，是基于欧美发达国家经验研究

中逐步成熟，认为政治信任是指公民对政府的

感觉，政府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可以是制度，抑

或公职人员，再或司法机构等，具体表达为“信

任的基础是公民判断b值得信任，b将以正直和

能力行事，并以公民的利益为重，去从事c[2]。”

相较于海外研究，我国学者一直对政治信任

给予学术关怀，积极构建中国政治信任话语体

系。如王正绪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出发，构建民

本主义分析框架。[3]还有学者对主体进行类型学

划分，讨论如何构建我国青年政治信任。[4]总之，

国内学界从不同维度对政治信任开展多类型研

究，各有侧重，为构建中国政治信任话语体系提

供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虽然我国政治信任相关研究“百花齐放”，但现

有研究成果呈现碎片化态势，研究分散并未形成

完整的理论研究体系，研究尚处“浅水区”。

基于此，本文选取2010—2024年间海外关

于新兴市场国家政治信任的既有研究成果作为

分析切入点。首先，海外在政治信任的理论建

构上已形成体系化成果，通过系统梳理近年来

海外研究进展，不仅有助于把握该领域的理论

前沿与发展趋势，同时也能为我国学界开展国

际学术对话提供理论支撑，进而超越西方主导

的话语范式，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语境限制；

其次，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政治、历史、文化

等多方面与我国有着共同之处，特别是，我国改

革开放已进入“深水区”，对新兴市场国家政治

信任的研究，有助于我国深化改革的同时，汲取

国家治理建设经验。最后，随着“一带一路”等

国家战略的持续推进，深入理解新兴市场国家

政治信任的构建，有助于我国在对外互动中把

握他国政治特征，推动与亚非拉国家间的制度

性合作与互信建设。

二、政治信任的生成逻辑

海外研究关于政治信任生成的研究，大致

可归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并在

此基础上建构起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宏观

维度强调文化属性的深层影响，认为政治信任

源自于历史文化长期积淀而成的价值观念，具

有较 强的稳定性与惯性，不轻易受具体政治

事件影响。微观维度多从政府能力视角切入，

强调政治信任是公民对政府治理绩效主观评

估的结果，即信任源自政府在公共服务、反腐

倡廉等具体事务中的表现。为了缓解二者理论

张力，中观维度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认为价

值观念的形成与绩效认知的转化均需借助社

会资本的中介机制得以实现。在社会资本视角

下，政治信任既不是静态文化的印记，也并非

片面的主观评价，而是在群体互动、社会联系

下不断动态建构的过程。

（一）政府能力视角

在西方分析范式中，政府能力常被界定为

政府绩效。公民在感知到政府能够有效提供

他们所满意的公共产品、政策时，便会生成政

治信任。绩效具体可区分为分散支持与具体支

持，前者是对制度本身的接受一般合法性，后

者则涉及公民对产出（决策、政策和行动）和政

治当局（如领导人和机构）表现的看法。[5]而具

体支持具有动态性，是短期的，分散支持则是

稳定的，但二者并非相互独立存在，而是通过动

态互动共同影响政治信任的生成。公民对分散

支持认知不同会影响具体支持。如公民对民主

价值的不同理解会影响其对政府绩效的评价，

认为选举和经济安全是民主组成部分的公民，

往往对政府表现给予较高评价，而认为政治权

利是民主组成部分的公民则对政府表现评价较

低。[6]同样，具体支持对分散支持有着反作用。

当公民对政府绩效持续失望时，其对国家价值

的信任也会受到削弱。[7]因此，无论分散支持还

是具体支持，均在政治信任生成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并通过相互作用产生中介效应影响政治

信任生成。但上述研究多以政治环境较为稳定

的国家为分析对象，那么，对于尚处制度变迁

和社会转型中的新兴市场国家该如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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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者在加纳发现政府能力是理解加纳公民产

生政治信任的最关键因素。[8]按照社会资本的

逻辑，国家的有效治理是以公民对政府的信任

为前提，只有政府获得足够的政治信任，政府才

具备治理能力。该逻辑通常建立在政治环境相

对稳定的国家。对于这些后殖民国家而言，政

府在谋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重建之前，必须

在国内民众面前展现强大的治理能力，才能让公

民产生政治信任。从南非（1995—2006）发展来

看，非国大领导南非取得反种族隔离斗争胜利

并赢得首次民主选举后，获得了国内民众广泛

支持。[9]非国大之所以能够获取民众的政治信

任，关键在于其通过强有力的政府能力与有效

的治理绩效，巩固了执政合法性。这在尼泊尔

得到了相同验证，新生政权所构建的政治信任

并非源于种族、宗教和社会观念，而是依靠国

家能力改善住房等治理绩效基础之上，从而培

养了公民政治信任。[10]

从政府能力视角来看，政治信任的生成逻

辑主要呈现出两种取向，在政治稳定的国家，政

府通过绩效来展现国家能力，在供给“有效性”

基础上建立政治信任。而有过殖民历史，处于

秩序重构中的国家，需要先向民众展现政府能

力，才能构建稳固的政治信任。前者所形成政

治信任是凸显政府有效性，而后者则是构建政

府合法性（见图1）。目前，海外研究普遍认为政

府能力是政治信任的内因，而未能明确区分其

作为政治信任前因与作用机制之间的界限，这

也正是未来研究需要理清的内容。

政治稳定

有效性

国家能力 政治信任

合法性

新生政权

图1   国家能力逻辑下的政治信任

（二）文化属性视角

在文化属性视角下，政治信任植根于文化和

社会传统。文化逻辑认为，政治信任是个体在

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内在信任特质和行为

规范。然而，全球范围内政治信任普遍下降的

趋势并未在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得到体现。在海

外学者看来，东亚受儒家文化影响，传统文化

价值观念是政治信任的产生根源，长期和根深

蒂固的文化取向为建立政治信任提供了路径。

任何制度与公民的基本价值观和原则相悖，都

难以建立政治信任。[11]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东亚

国家有着极强的集体观念，为了社会和谐、集体

利益愿意牺牲个人利益，集体主义精神使得东

亚国家拥有较强的政治信任。[12]相对于西方个

体主义而言，集体主义使公民更注重对内群体

的忠诚，对于他们而言，与国家权威团结一致更

为重要，而不是基于个人成本收益来评价国家

权威。

与集体精神所不同的是，伊什蒂亚克·贾

米尔（Ishtiaq Jamil）认为公民对国家权威的信

任源于先天的等级文化取向[13]。在此文化背景

下，公民对权威有着天然服从，他们的批判性

思维可能受到阻碍，从而形成适当性逻辑，这可

能导致公民在思考和评估权威的表现时较少依

赖评价逻辑，而更为自然地产生对国家权威的信

任。[14]部分学者则认为东亚新兴市场国家政治信

任根源来自于中国古代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下所

形成的亚文化。吴嘉瑞（Cary Wu）指出，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已上升为等级制，使公民倾向于

“将道德归功于皇帝”，“将出错事情归咎于朝廷

官员”，从而增强公民对国家的信任[15]。在传统儒

家文化下，家庭关系中的孝道逻辑可以外溢到政

治领域，将私人领域的“孝”转化为公共领域的

“忠”，从而塑造公民对国家权威的政治忠诚。

可见，在忠孝观的影响下，公民对国家的信任是

由私领域的“孝”上升到公领域的“忠”，由“孝

父”到“忠君”，自然萌生对权威的信任。

总的来看，文化观点关注的是文化的自主

效应，认为对传统价值观和信仰本身就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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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充分原因。[16]公民在尚未产生社会化效

应前，个体已在潜移默化间产生了国家信任观

念。当前，文化视角聚焦于东亚，且以中国研究

居多，但不可否认的是，既有研究带有西方固

有价值判断的偏向，难以保持充分的价值中立。

因此，用文化属性视角认识政治信任生成逻辑

时，需要坚持价值中立立场，并注意避免将西

方的文化范式不加区分地套用于中国语境。基

于以上政治信任生成逻辑的梳理，新兴市场国

家政治信任的不同逻辑视角给我们提供了经验

参考。如果政治信任根植于文化，那么建立政

府有效运作所必需的信任将需要几十年，甚至

更长；如果由社会网络所决定，则要重视国家与

社会的互动；但如果政府能力是前因，可以通过

发展政治、提升经济等方式来建立政治信任，

这意味着时间跨度要短得多。

（三）社会资本视角

任何形式的信任都并非凭空而生，而是建

立在一定基础条件之上。根据社会资本理论，

政治信任生成的起点在于人际信任。罗伯特·帕

特南（Robert D.Putnam）提出，社会资本包含两

个核心要素：社会网络和信任规范。社会网络通

过公民积极参与志愿组织而形成，并在公民之

间产生互惠的信任规范。个体在参与互动中建

立人际信任，并通过组织化平台（如志愿协会）

建立更为广泛的社会信任。在社会信任的联结

下，有助于促进有效的政治团体和政府机构的

运作，从而生成公民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因此，

从社会资本视角来看，人际信任是逻辑起点。

个体在参加民间组织和公民社会活动中建立的

人际信任，会拓展为更广泛的社会信任，并进一

步扩散至政治领域，从而影响公民对政府的政

治信任——可视为人际信任的“溢出效应”。同

时，政治信任又会反向强化人际关系，形成循环

互动的动态机制（见图2）。

人际信任

社会信任 政治信任

图2   人际信任、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

阿什利·罗斯（Ashley Ross）在拉丁美洲发

现建立于社会资本基础之上的政治信任更稳

固，在政党负责和个人负责两种选举制度中，

一旦出现经济衰退，选民更倾向于对后者表达

不信任[17]。这说明，当政治信任依托于政党等

组织所构建的社会信任，具有更强的包容性，

即使领导者出现决策失误，凭借政党的人际链

接，仍会维持政治信任。在巴基斯坦研究中，卡

西姆·阿克特（Qasim Akhter）等学者认为，由

人际信任所扩展的社会资本是政治信任生成的

前因，公民在参与社会活动中，会通过周围其他

人信息传递等方式认识到政府的优缺点，进而

生成政治信任。[18]肯·牛顿（Ken Newton）在人

际关系基础上，细划为普遍关系与特殊关系，

认为二者是政治信任的必要原因，但不是充分

原因。[19]在波兰投票选举中发现，特殊关系对

政治信任更为关键，特殊信任对公民生成政治

信任有着更强的引导作用，公民投票选择的主

要参照点是其在群体中的成员身份，决定了他

（她）投票行为。[20]

在社会资本视角下，政治信任被理解为人

际信任在政治领域的延伸。社会资本逻辑表明，

政治信任的生成离不开社会化过程的作用。如

果忽视该过程，就难以充分理解政治信任的生

成。政治信任与社会关系紧密相连，通过公民

的社会化活动得以表达。密集的社会网络和组

织化平台不仅能够培育高度的社会信任，也有

助于催生较高水平的政治信任。

三、政治信任的相关性因素

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为学者理 解新兴市场

国家政治信任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随着学界

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持续关注，相关研究不断深

化，学者们开始从多维角度探讨政治信任波动

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

（一）国家场景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1.腐败  政治信任的测量可以作为评估政

治制度健康和活力的温度计，目前，不同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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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都被总结为一个全面和单向度的政治信任

表达，如对经济制度的信任就是对所有制度的

信任。事实上，大量研究证明无论经济发展水

平如何，腐败都是影响公民信任国家的重要因

素。莫里森（Morris）和克莱纳（Klesner）在墨

西哥发现了腐败与政治信任存在着内在反作

用，公共机构的信任会受到更高程度腐败的侵

蚀，腐败指数上升10%会导致政治信任指数下

降16%以上，而政治信任指数上升10%会导致

腐败指数下降约6%。[21]虽然腐败通常会削弱政

治信任，但这种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随着公民

对公共机构信任程度的提升，其对腐败感知会

相应下降，但这种关系表现出异质性。例如，公

民对总统的信任并不意味着其认为总统幕僚不

存在腐败；如果公民认为总统幕僚卷入腐败活

动，则往往会对总统产生不信任[22]。可见，无论

何种形式的腐败都会削弱公民的政 治信任水

平；而政治信任对腐败感知的反馈效 应则影

响有限，证明腐败 对政 治信任的影响表现为

单向度因果关系。

2.不平等  持不平等观点的学者并未否认

腐败对政治信任的影响，而是认为二者之间存

在“不平等陷阱”[23]（见图3）。社会不平等会抑

制政治信任，低政治信任又滋生高腐败，而高腐

败进一步加剧不平等，形成循环累积的效应。

随着腐败侵 蚀国家资源，不平等 也会随 之增

长。当腐败占用了国家资源，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停留在低水平，资源逐渐向既得利益群体集中，

国家难以通过公共政策调节分配不均。结果，

社会不平等持续扩大，政治信任不断被削弱，腐

败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得到催化，将导致政治信

任降低滋生更多的腐败，最终陷入无止境的恶

性循环。然而，约翰·伊希亚马（John Ishiyama）

等学者通过对非洲、拉美新兴市场国家的研究

发现，不平等在不同层面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并

不一致。[24]根据“资源诅咒”理论启示，资源充

裕的国家往往面临发展不足，资源不平等在国

家层面确实加剧了腐败，从而削弱政治信任。然

而，在国内层面，情况更为复杂。与非产油区相

比，产油区公民普遍表现出更高的政治信任。公

民却表现出更高的政治信任。这种信任差异源

于资源分配效应，非产油区公民将自己视为不

平等的“受害者”，而产油区的公民因受益于资

源收入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恩惠，对政府表现出

更强的政治信任。由此可见，不平等观点打破了

腐败对政治信任单向度影响的解释——无论腐

败是不平等与政治信任的中介变量还是结果变

量，均难以脱离不平等的解释框架。

高度不平等

高腐败 低度信任

图3   不平等与政治信任、腐败

3.战争冲突  不同于发达经济体国家，新

兴市场国家有过战争记忆，当前部分新兴市场

国家仍面临地缘冲突，如俄乌冲突等。战争冲

突是否会对政治信任产生影响？马蒂亚·詹塞

克（Matija Jancec）通过对巴尔干半岛国家和乌

克兰的研究发现，战争冲突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是巨大的，边界的稳定性会影响公民的政治信

任。[25]战争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两个

理论图景。其一是“团结一致”理论，该理论认

为当国家面临外部威胁或领土冲突时，公民的

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被激发，从而强化对

国家及其政治体制的信任，受外部威胁的领土

争议国的国民会产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

义意识，强化对国家及其政治体制的信任，进

而达成爱国主义集体行动。然而，非洲新兴市

场国家的相关研究发现，政治信任并不会因外

部威胁而增强。相反，战争威胁往往会削弱个

体对其国家及政治机构的信任。[26]因此，另一

个理论图景——国家理论认为，面对外部领土

威胁的国家，其公民政治信任往往低于未遭受

外部威胁国家（见图4）。当国家遭受外部入侵

时，公民可能会认为国家缺乏应对危机的能力，

从而削弱公民对国家及其政治机构的信任。研究

发现，经历过战争的公民，尤其是难民群体，往

往对政府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失望和不信任。[27]

“团结一致”理论与国家理论的共同点在于，二



深圳社会科学·112· 2026年第9卷

者均自立于国家层面的外部冲突情境，而并未

解释国内战争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对此，亚历

山大·德·胡安（Alexander De Juan）基于尼泊尔

（1996—2003）内战的研究指出，战争暴力的规

模与政治信任有密切关联，战争受害者越多，公

民对政府的信任度越低。[28]然而，迈克尔·吉里

根（Michael J.Gilligan）等人通过“信任游戏”实

验发现，尼泊尔内战并未使社区陷入原子化，

反而增强了社会内部凝聚力，促使公民达成集

体行动来自我保护。[29]从社会资本逻辑来看，社

会信任应该促进政治信任。但证据恰恰相反，

经历过政权更迭的国家中，内战和政治动荡普

遍导致公民政治信任下降。[30]战争虽然能够促

使公民达成集体行动，但会进一步削弱政治信

任。[31]可见，战争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具有情境

差异，外部战争会激发短暂的信任凝聚，而内

战暴力则会侵蚀政治信任，甚至在强化社会联

结的同时削弱国家合法性。

团结一致理论 国家理论

外部威胁

政治信任

图4  “团结一致”理论与国家理论

（二）机构运行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1.媒体  关于媒体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

集中于媒体类型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一是，网

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在肯尼亚的调查中发现，

电视新闻使用与公民的政治信任呈负相关，但

政治绩效能够调节电视新闻对政治信任的负面

影响，而腐败感知则会放大负面效应[32]。此外，

有学者认为，媒体主要通过议程设置和启动效应

来影响政治信任，议程设置决定报道内容的具体

呈现，启动效应则影响内容属性和价值导向。[33]

信息在不同类型媒介，不同传播方式下对公民

政治信任及配合服从具有重要影响。[34]当政府

以积极方式报道信息可以提升政治信任，但随

着媒体曝光周期延长，这种正向增长效应可能

会逐渐消退。[35]另一类型是官方媒体与社交媒

体。研究显示，受官方媒体影响较大的公民，

其政治信任水平较高，而受社交媒体影响较大

的公民，其政治信任水平相对较低。[36 ]如图5

所示，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的公民对政府

在政治、自然与社会环境等多领域提出更高要

求，从而形成“批判性公民”。官方媒体通过信

息引导等方式抑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从正向

引导公民，增强其政治信任；而社交媒体则通

过传播负面、失真或后物质主义的信息内容，降

低公民对政府的评价，最终削弱公民的政治信

任水平。然而，更为包容的研究指出，社交媒体

包含大量能够唤起社会团结的内容，若政府合

理借助、利用社交媒体发布可信赖的政治信息，

可以有效增强公民的政治信任。[37]

官方媒体

社交媒体

正向信任

负向信任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

-+

+

图5   官方媒体、社交媒体与政治信任

2.司法机构  政治信任的客体是广义的政

府，不仅包括政府职能机构，还涵盖司法机构，

如警察、法院等。当公民在某一机构经历不公

正经历时，这种不信任会产生溢出效应，由单一

机构的不信任上升为整体性不信任。[38]司法机

构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与公民的日常生活

联系密切，其公正性是政治信任研究的重要观

测点。当公民处于怀疑和恐惧环境中，如果警

察和法院等司法机构未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时，公民会对政治信任产生最大程度的负面影

响。[39]路易莎·布兰科（Luisa Blanco）在墨西哥

的调查中发现，当司法机构无法打击犯罪时，

犯罪受害者对政治信任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并降低对地方领导的支持。[40]如果犯罪事件频

发，警察等司法部门无法有效控制危险事件，公

共精神受到侵蚀，社会合作便难以形成，从而

陷入政治信任恶性循环。[41]如图6所示，地区犯

罪率上升会降低公民对司法机构的信任，而低

信任则会导致公民对政府产生敌意，减少向司

法机构提供犯罪信息，降低暴力事件调查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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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进而加剧犯罪频发。从社会资本逻辑出发，

米格尔·卡雷拉斯（Miguel Carreras）指出，在暴

力普遍存在的社区中，个人往往会放弃公共场

所活动以规避风险，这种行为削弱人际信任，

不利于政治信任的形成。[42]

图6   犯罪与政治信任

3.电子政务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电

子政务被视为建立可信任政府机构的重要手段

（见图7）。政府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对公共行政

进行电子化管理，向民众提供高效的行政服务。[43]

电子政府不仅提升了公共部门的透明度[44]，还为

公民参与决策提供了渠道与机会[45]。苏尼·基姆

（Soonhee Kim）等学者发现，电子政务的信息透

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与政治信任呈正相关。[46]如

图7所显示，当政府通过电子政务提升信息透

明度，并为民众搭建参与决策渠道时，公众会

表现出更高的政治信任。然而，透明度对政治

信任的影响存在条件性。研究发现，以简明方

式公布信息有助于提升公众 对政府的积极评

价，越详细的信息，公众会将注意力转移到政

府具体行动，影响政治信任[47 ]。此外，电子政

务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也是影响政治信任的关键

因素。有研究指出，服务质量是电子政务获取政

治信任的关键变量[48]，若公民通过电子政务获

得的信息无效或模糊，政治信任则难以持续，

如乌克兰建 立了以服务公民为核心的电子政

务，提高了政治信任；而白俄罗斯的电子政务偏

重于行政管理，政治信任反而下降[49]。格雷戈

里·A·波伦贝斯库（Gregory A.Porumbescu）指

出，电子政务对政治信任具有中介作用，当公民

对政府绩效评价较高时，电子政务不仅可以增

强政治信任，还能够提升信息透明度来缓解腐

败对政治信任的负面影响。[50]

电子政务

政治信任

透明度

参与度

图7   电子政务与政治信任

（三）公民层面：影响政治信任的微观因素

政治信任的核心是主体（个体）和客体（国

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由个体

的一般信任倾向以及其对国家绩效的主观评价

共同塑造。从个体层面来看，公民会基于不同经

历如教育、身份等对政治信任产生差异化认识。

1.教育  受现代化浪潮影响，新兴市场国家

的免费教育普及率持续提升，学校作为社会化机

构通过知识传授等社会化过程塑造普遍信任[51]，

教育水平与政治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52]。

然而，有研究发现，教育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具

有明显的情境依赖性。[53]如图8所示，在后物

质主义环境中，教育会发挥“批判效应”，培养

“批判性公民”，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公民越倾

向于质疑政治权威[54]；在精英主导型国家中，

教育会发挥“使能效应”，增强公民对政治制

度与行政机构的作用和功能[55]，从而加深政治

信任；而在腐败环境中，教育则会产生“评价效

图8   国家环境与政治信任

资料来源：此图出自梅拉尔·乌古尔·希纳尔（Meral Ugur-Cinar）于2020年发表的论文《教育如何影响政治信任？：调节因素分析》，经笔者翻译、
调整部分内容后，重制为中文图表。

犯罪

信任敌视政府

+

+

-

物质主义者 精英国家 廉洁国家

腐败国家非精英国家

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

高 高 高

低 低 低
后物质主义者

低           教育         高 低           教育         高 低           教育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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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接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公民会对国家腐败

行为持怀疑态度。然而，近期研究发现，在东

南亚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

并未因腐败而降低政治信任，反而呈现出一定

的包容性[56]。因此，有学者认为，教育对政治

信任的影响在于教育内容与观念对公民政治

信任的塑造，如课程设置中蕴含着大量的爱国

主义等文化教育，使得公民从小保持高水平政

治信任。[57]

2.收入  有研究者将收入对政治信任的影

响划分为两个维度：客观不平等与收入公平感

知，[58]国家层面的客观不平等与个体感知并不

总是同步，如果个体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平，往往

表现出较低的政治信任[59]。对于分配公平的理

解，不仅取决于实际收入差距，同时受到个体

经济地位的影响 [6 0]，高收入群体普遍对现有

状态持满意态度，而低收入群体则认为收入分

配不公平，随着收入不公平感知加剧，社会内

部的相对剥夺感上升，公民间的政治信任随之

出现分化[61]。由此，政治信任呈现出“赢家效

应”，即高收入群体保持着较高水平的政治信

任，而低收入群体的政治信任水平较低[62]。然

而，“赢家效应”并未在中东欧新兴市场国家

得到验 证。相反，在平等主义文化影响下，低

收入群体因依赖国家福利而倾向于信任国家，

而高收入群体以发达国家高收入群体作为参

照物，由于国家表现未能达到预期，反而政治

信任度较低[63]。

3.身份特征  公民身份作为政治信任研究

中的重要社会变量，长期被当作控制变量使用，

导致其作为自变量的影响作用被忽视。现有研

究表明，公民的性别、年龄等身份特征对政治

信任具有显著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取向。首

先，性别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多数研究认为，男

性政治信任高于女性，通过对非洲的新兴市场国

家研究发现，男性对政府的信任是女性两倍[64]。

威洛·克鲁泽（Willow Kreutzer）指出，性别所显

现的政治信任，其根源可能是政府忽视女性的特

殊性，如当灾难出现时，政府应急反应往往考虑公

民的一般性，并未充分考虑妇女的特定需求[65]。性

别带来的政治信任差异还映射在政治权利中，

如乌拉圭在增加女性代表配额后，妇女的政治

信任程度高于男性[66]。可见，当政府回应女性

需求，改善政治包容性时，女性的政治信任水平

随之提升。其次，年龄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现有

研究较为统一的观点认为老年人相较与年轻人

有着更高程度的政治信任。[67]从心理学角度来

看，衰老会降低认知能力，伴随而来的是信息

处理能力的下降，会损害接受新价值观和新观

点的能力。相反，青少年阶段的个体具有更强

的认知参与和语言能力，这一阶段的政治社会

化经历将会对其后期政治信任产生影响。[68]从

社会学角度来看，老年群体的政治信任与其社

会地位、生活方式的稳定性密切相关，他们更倾

向于维持现状，对既有社会秩序和政治权威持

支持态度。[69]最后，宗教信仰对政治信任的影

响。在中世纪话语体系中，政治信任被视为对

世俗权力的信任，与之相对便是以宗教为代表

的神权。在现代国家体系中，一个核心特征是

从宗教权威转向理性官僚权威，政府掌握着对

资源“权威性支配的权力”，但这并非意味着

宗教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已经消失。多数新兴市

场国家有着西方国家殖民经历，宗教信仰在政

治认知与权威合法性认同中仍扮演重要角色。

在宗教信仰者看来，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相信

政府或政治权威，实质上是对神圣信仰的延伸

与分享[70]，相反，非宗教或世俗化群体的政治

信任水平相对较高[71]。然而，来自加纳的研究发

现，宗教与政治信任呈现正相关，随着宗教不

断修正教义，宗教成为促进个人社会化与国家

认同的重要影响因素[72]。在部分研究中，宗教作

为一种保守势力，会抑制公民的批判意识，导致

政治信任的“非理性膨胀”，甚至形成对政治权

威的盲目信任。

四、政治信任的功能与效应

政治信任被视为衡量国家政治体系运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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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关键指标。在发达经济体国家，政治信任

是维系制度运作与有效治理的基础。然而，对

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政治信任的功能更为广

泛，既涉及政治秩序的维系，同时也关乎经济增

长与社会稳定。因此，重新认识政治信任的功

能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发展而言尤为重要。

（一）政治信任的政治功能

政治信任是国家与公民的“桥梁”，当公民

政治信任水平下降时，意味着政府在社会中的

权威性与合法性逐步削弱，国家与社会之间的

距离随之扩大。国家作为“利维坦”，一旦失去

公民信任，其政治、经济等制度体系将难以维

系，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社会的信任和积极

参与，国家改革也将难以有效推进。[73]政治信

任的流失将会削弱国家“资源权威性分配”的

能力。池田健一（Ken’ichi Ikeda）认为，政治

信任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

性。[74]如表1所示，当政府拥有政治信任时，公

民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如投票、参加集会、

参加示威、签署请愿书或联系政治家），来促

进政治环境的健康发展，即1A模式。当公民不

信任政府时，公民通过暴力参与等方式反对现

政府，以重建可信的政府，出现1B模式。当公民

对政府持过度信任时，则选择不参与政治，即

出现2A模式，过度的信任会促使公民丧失对政

府的警惕性和控制力[7]，涌现更多“犬儒型公

民”。在2B模式中，长期的政治不信任会助长公

民的政治冷漠，使其不关心，不参与公共事务，

削弱社会整体政治活力。在中亚和东南亚的新

兴市场国家发现，较高水平的政治信任会催生

公民更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体系的

稳定与建设[75]。然而，需要引起关注的是，过高

的政治信任有时候会诱发公民的非制度化政治

参与，增加政治风险。政治信任程度高的公民

往往会参与非正式政治活动，增加政治风险。

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在提升政治信任的同时，应

注重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引导公民在

理性、有序的框架内参与政治，以避免过度或

失序参与引发的潜在风险。

表1   政治信任模式与政治参与

政治信任 信任 不信任

政治参与 1A 1B

不参与政治 2A 2B

资料来源: 此图出自池田健一（Ken’ichi Ikeda）于2013年发表的论文
《东亚和东南亚的社会和制度信任》，笔者翻译后制成中文图表。

（二）政治信任的经济效应

经济绩效是政府能力的直接体现。按照政

府能力视角的逻辑，良好的经济治理不仅是政

治信任的重要来源，同时也会反过来受政治信

任的显著影响。当国家拥有较高的政 治信任

时，往往释放出积极的经济效应。但要区别的

是，经济绩效不等同于经济效应，前者强调政

府制定制度、营造良好经济环境等方式来提升

经济水平；后者则是政治信任所带来的经济层

面的反馈，即政治信任的结果表现。从社会契

约论视角来看，公民之所以愿意自觉履行纳税

义务，原因在于公民对国家的信任。政治信任的

存在意味着公民对国家权威与合法性的认同，

从而公民在履行义务时表现出较高的合作意

愿。而一旦国家失去公民的信任，契约将自动终

结，公民的纳税意愿下降，国家财税收入的缩

减会削弱其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政治信任陷入

恶性循环。学者用滑坡理论来解释政治信任的

经济效应，当公众对国家机构和制度的信任度

降低时，公民的纳税意愿会随之下降，反之亦

然。[76]任何破坏信任的事件都会降低逃税的道

德成本，增加纳税人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

性。在爱沙尼亚与立陶宛，尽管两国税收政策

设计相似，但由于立陶宛政治信任水平较低，公

民逃税现象更为普遍。[77]因此，研究普遍认为，

政治信任是税收合规的重要驱动因素，当国家

失去政治信任时，国家任何形式的增税行为都

有可能遭到公民抵制，[78]国家的再分配能力受

到削弱，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形成“信任缺

失—财政困境—社会不平等”的恶性循环。

（三）政治信任的社会效应

在国家场域中，政治信任能够将社会成员

有机整合到国家框架中，并以信任为纽带对社

会进行政治动员，而一旦政治信任缺失，公民可

能会逐渐从国家体系中“脱嵌”，形成社会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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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在印度与菲律宾的研究中显示，尽管两国

应对台风方式相似，但结果截然不同。原因在

于印度地方政府凭借较高的政治信任，能够在

灾前对社会形成有效动员，而菲律宾由于缺乏

政治信任，导致公民拒绝配合政府动员[79]。这

种动员差异证明，政治信任是国家与社会互动

的关键机制。当国家缺乏信任时，可能导致政民

沟通不畅与公民非理性行为的自我强化循环，

加剧公民对政府的疏远和抵触。事实上，政治

信任可以视为社会与国家签订的“观念契约”。

社会成员通过信任国家来换取国家强大力量的

庇护，并期待国家以稳定、公正、可预测的方式

履行其公共责任。然而，当国家出现腐败等失信

行为时，契约便会遭到破坏，公民将以消极抵抗

的方式做出回应。如利比里亚在失去公民政治

信任后，导致部分公民拒绝服从隔离防控政策，

不信任在埃博拉病毒防治中进一步自我延续[80]，

国家陷入失信“泥潭”。可见，政治信任的社会

效应会受到公民反向问责与社会反馈的制约。

尤其在新兴市场国家中，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

的张力尤为突出，政府政策往往需要政治信任

的“背书”才能获得社会支持。当政治信任不足

时，公民容易将环境恶化归咎于国家治理失效，

进而产生环境悲观情绪，[81]当悲观情绪一旦发

生溢出效应时，国家合法性将被削弱，社会可能

进入表1所示的2B模式，陷入政治冷漠与社会

离心并存的风险。总体而言，政治信任在社会领

域具有双向效应，能够增强社会整合与政治动

员，同时当其缺失会导致公民疏离。

五、结语：构建中国自主知识
体系的启示

在系统梳理海外关于新兴市场国家政治信

任的理论研究基础上，结合中国语境下的既有

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内关于政治信任的研究

存在碎片化、分散化的问题，亟需突破既有范式

的局限，积极构建具有自主性与体系化特征的中

国政治信任研究路径。在理论层面，要基于中国

案例，发展本土化的政治信任评价体系，以提升

对海外研究的回应与修正能力。中国长期高速发

展的经济事实与维持高水平的政治信任已经揭

示海外的文化属性研究进路对中国案例缺乏解

释力。中国的历史文化积淀中有善治理念、民本

思想等传统文化，并非海外研究中所固有的等

级权威、家长制等偏见认知。另一方面，随着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推进，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体现

出对制度绩效、回应能力与政治参与的现实回

应。因此，应在理论上重构文化解释路径，将中

国的民主政治实践纳入理论分析框架，从而推

动中国经验对海外理论的修正，并提升理论对

话能力。此外，中国的政治信任研究还需在方法

论层面突破海外研究的既有范式。海外研究多

依赖量化方法，强调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但

缺乏分析深度。中国研究应围绕特定主题构建

知识谱系，结合定性研究、历史分析、田野调查

等多重方法，深入探讨政治信任的生成逻辑与

实践基础，以提升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同时，海外研究对政治信任多重影响因素

的揭示，为中国的治理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在

实践中，应持续强化反腐倡廉建设，以公开透

明的方式回应社会关切，提升制度公信力。政

府应利用线上线下等媒介及时发布社会热点事

件，防止信任缺口扩大。此外，应借助数据技术

优势，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政务平台，建立有效

的线上回应与疑难疏解机制，提升政民间的有

效政治互动。总之，政治信任的构建需要立足

本国实际，在批判性吸收海外研究经验的基础

上，推进理论与实践协同发展，构建具有解释力

与话语权的本土政治信任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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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tion Logic,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Functions of Political Trust in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A Research Review Based on Overseas Literature (2010–2024)

SUN Hao
Abstract: Political trust, a core concept in political science, is considered a crucial factor for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modern 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s. Early research on political trust largely focused on the political 
experiences of developed Western countrie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developed Western countries have 
generally experienced a continuous decline in political trust.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political trust in developed 
Western countries has proven insufficient to explain this trend, leading overseas scholars to gradually expand 
their research focus to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attempting to explore the generation logic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political trust under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and social structures. By reviewing overseas 
research on political trust in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since 2010, it can be found that overseas research 
mainly revolves around three paths: state capacity, cultural attributes, and social capital, forming the basic 
logical framework for the generation of political trust in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From the macro-level 
national context and meso-level institutional operation to the micro-level citizen perception, multiple levels 
influence political trust. When a state can effectively build and maintain political trust, the resulting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trust dividends” will help improve the overal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the state. 
Based on overseas research on political trust in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future 
studies on political trust in my country should be more grounded in local political practices and social contexts, 
establishing a political trust evaluation system that aligns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litical trust theory within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At the practical level, 
this requires deepening anti-corruption efforts, enhancing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and responding more 
proactively to public concerns to continuously consolidate and strengthen political trust, thereby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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